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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墓壁画中，备茶图是典型主题之一。以往对于辽人茶事的研究也多以备茶图为线索展开，内容

涉及茶器考辨
‹1›
、饮茶方式研究

‹2›
、丧葬文化研究

‹3›
、礼乐制度研究

‹4›
及佛教文化研究

‹5›
等。本文拟结合辽墓

壁画中的茶事形象、出土茶器与唐代茶器进行比对，对辽人茶事源流加以考察，同时尝试寻找更多考古

学证据，观察辽人对唐文化的继承。此外以茶事为出发点，对辽宋关系及王朝正统问题进行探讨。

一  从墓葬壁画与出土茶器看辽人茶事源流

唐代，饮茶风尚流行开来，对茶叶需求的增加使得与茶相关的各种制度也在此时形成。陆羽作《茶

经》，首次将业已形成的茶事内容加以系统整合。由此，中国茶文化体系也在这一时期被初步建立起

来，茶文化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考古发掘也证实，在唐代墓葬与遗址中，发现了众多茶器组合及相关遗存，唐代墓葬壁画中亦有备

茶的主题。与唐代情况相似的是，在以宣化辽墓为代表的辽地汉人官员墓葬中，多幅保存状况良好的备

茶图完整地描绘出了辽人备茶的场景，此外诸多契丹贵族墓葬中也出土了茶器组合。下面将辽墓出土的

‹1›  孙机《唐宋时代的茶具和酒具》，《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2年（总第四期），第115－125页。

‹2›  杨泓《辽墓壁画点茶图》，《文物天地》1989年第2期。

‹3›  袁泉《宣化辽墓“备茶题材”考》，《华夏考古》2006年第1期。

‹4›  李清泉《宣化辽墓壁画散乐图与备茶图的礼仪功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3期。

‹5›  何圳泳《地理视野下宣化辽墓中的茶禅文化》，《农业考古》2015年第2期。

辽人茶事源流的考古学观察

唐雪梅

内容提要  唐代饮茶已普及于大众，中国茶文化逐渐在海内外形成影响。辽墓出土茶器

及相关形象显示着茶文化在辽地的盛行，虽然饮茶方式有所变化，但溯其源流，却多可

与唐墓及遗址中出土的茶器组合对应一致，这从茶文化的角度体现出了辽人对于唐文化

的高度继承。这一结论在众多领域均可找到相关考古学证据。继承了唐文化的辽，其统

治者又不断学习、融合宋文化，并产生文化互动，逐渐形成中国意识。辽与北宋之间的

关系，在茶文化领域同样有所表现。这些现象引发我们对王朝正统和以中原为本位的传

统史学观中辽所处的位置问题进行重新思考。

关键词  辽  茶事  源流  唐文化  辽宋关系  正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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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器组合及相关元素与唐代遗存予以一一比对。

1. 与王母村唐代崔氏墓壁画备茶图的比对

2016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与平山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对

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平山镇的王母村唐代墓葬进行了抢

救性发掘。墓主崔氏葬于唐哀帝天祐元年（904）。墓葬虽被盗

扰，但还保留着较为完整的墓葬壁画。其中，在墓室南部东壁

两倚柱之间绘有备茶图〔图一〕。在这一晚唐纪年墓备茶图中，

桌上绘有带托茶碗与注子，茶碗为白色，茶托为黑色，可能为

黑漆质地。壁画画面不甚清晰，从报告描述来看，“茶托托口

较高，平板式托盘，下有外撇高足”
‹1›
。

其注子、茶碗与茶托形象与宣化辽墓M4备茶图中所绘茶器

组合相同。宣化下八里辽代墓地
‹2›
是张世卿和韩师训两个家族

墓地。其中M4为韩师训墓，墓主死于辽天庆元年（1111），M4

东南壁壁画上绘有备茶图〔图二〕。此外，崔氏墓中还出土有白

瓷碗和瓷碾子，可能也与备茶相关。碾子在法门寺地宫出土茶器中也有发现，在宣化辽墓备茶图中十分

常见。

宝山辽墓中发现有天赞二年（923）题记，是迄今发现的纪年辽墓中年代最早的契丹贵族墓。1993年

对编号M1的一座大型壁画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宝山M1为砖室墓，由墓道、门庭、墓门、甬道、墓室和石

房组成。其中，石房内北壁壁画绘有厅堂图，图中绘有一张红面黑腿几案，案上有一黑色高足盏托，上

置一敞口斜壁白釉碗〔图三〕。这里盏托与碗的形象也与王母村唐代崔氏墓中相似。

2. 与唐代巩义司马家族墓出土茶器组合的比对

2015年，巩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南省巩义市东区对司马家族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在

司马进夫妇合葬墓、司马仲举夫妇合葬墓及张氏夫人墓等墓葬中，均出土了成套的茶具模型，包括坐

俑、炉、茶盘、执壶、茶碾、盂等〔图四，图五〕
‹3›
。而在宣化辽墓M6、M10东壁壁画中，均绘有茶碾与炉；在

宣化辽墓M1、M2、M5、M7等墓葬中，则出土有陶执壶，执壶形制与巩义司马家族墓出土执壶相一致〔图

六〕。唐司马家族墓中还出土了多个茶桌模型，其上均放置有茶碗、盘等，盘内还装有茶点食物，这与

宣化辽墓M7后室木案上的陈设相类似，均为模仿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方式所作。由于饮茶方式的改变，

‹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石家庄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平山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北平山王母村唐代崔氏墓发掘简报》，《文物》2019年

第6期。

‹2›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宣化辽墓——1974－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上）》，文物出版社，2001年。

‹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巩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巩义市东区天玺尚城唐墓M234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6年第2期；于奇赫

《茶酒位：从唐司马家族墓出土三彩茶器说起》，《收藏家》2019年第11期。

〔图一〕 备茶图  王母村唐代崔氏墓南部东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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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墓中所见部分

器物已不见于辽

墓及壁画，执壶

等器物形制随饮

茶方式的变化也

已有所改变，然

而据唐李匡乂撰

《资暇集》“注子偏提”条记载
‹1›
，可知

唐代注子之器形来源于罂，加盖、嘴、

柄而成。罂是汉以来就流行的器形，

考古发现在唐宋时期的墓葬中，也有

许多自铭为“罂”或“粮罂”的器物 
‹2›
。

后世所谓执壶即为唐代所用注子、偏

提之类，即便形制有变，仍应本于此。

3. 与长治潞州屈家庄唐代墓地出土茶器组合的比对

2022年，为配合潞鼎观园项目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与长治市古建筑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对项目

‹1›  （唐）李匡乂《资暇集》“注子偏提”：“元和初，酌酒犹用樽杓，所以丞相高公有斟酌之誉，虽数十人，一樽一杓挹酒而散，了无

遗滴，居无何，稍用注子，其形若罂而盖、觜、柄皆具。大和九年后，中贵人恶其名同郑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异，目之曰偏提。”

中华书局，1985年。

‹2›  德清县博物馆《浙江德清发现唐代黑釉粮罂》，《文物》1989年第2期。

〔图二〕 备茶图  宣化辽墓M4东南壁  

〔图四〕 茶盘、 炉、 执壶、 茶碾、 盂  司马进夫妇墓出土 

〔图三〕 厅堂图  宝山辽墓一号墓石房内北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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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范围内发现的墓葬进

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了5

座唐代墓葬
‹1›
。其中，带有

咸通六年（865）纪年墓志的

M20中出土了成套茶器，包

括白瓷执壶、白瓷碗、白瓷茶

瓯、铁勺、铁质茶碾、青釉瓷

渣斗等〔图七〕。

1986年发掘的辽陈国

公主与驸马合葬墓
‹2›
是辽代

保存最为完整契丹贵族纪年墓，在丰富的出土随葬品中，有银盏

托、青瓷碗、银渣斗、银匙等器物组合。而该器物组合与器物形制

和长治潞州屈家庄唐代墓地M20出土器物高度一致〔图八〕。

耶律羽之位列辽东丹国左相，1992年对其墓葬进行了抢救

性发掘
‹3›
。墓葬规模宏大，虽然被盗，仍然出土了陶瓷、铜镜、金

银器、铁器、丝织品等丰富随葬品。从器物造型上看，其中可能与

饮茶相关的有铁执壶、青瓷碗、银渣斗等。该器物组合与长治潞州

屈家庄唐代墓地M20中出土茶器相近。尤其短流、敞口执壶，与

长治唐墓中瓷质执壶造型相近而与宋代执壶有别〔图九〕。

宣化辽墓
‹4›

 M1、M3、M7、M10中均出土有黄釉瓷器组合，可

能与饮茶相关的有黄釉盏托、黄釉碗等，宣化辽墓中的黄釉瓷器

茶器组合与长治潞州屈家庄唐代墓地M20出土瓷器茶器组合相

近，但瓷器品种与形制略和唐代有差别，这可能与饮茶方式的改

变有关，并受瓷器烧造水平影响，但从中依旧可以感受到辽代承

袭前代审美所做出的努力〔图十〕。此外，宣化辽墓M4东南壁备

茶图中的茶器组合〔见图二〕也与屈家庄M20相近。

‹1›    此墓简报尚未公开发表，相关资料来源于第三届陕西考古新发现论坛2022年度山西重要考古发现入围项目介绍之长治潞州屈

家庄唐代墓地。

‹2›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1期。

‹3›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阿鲁科尔沁旗文物管理所《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1期。

‹4›   前揭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宣化辽墓——1974－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上）》。

〔图五〕 坐俑与炉  张氏夫人墓出土 〔图六〕 备茶图 （炉与碾）   宣化辽墓M10、 M6前室东壁
陶执壶  宣化辽墓M10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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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宫博物院藏品中，也有与长治

潞州屈家庄唐代墓地M20中出土瓷器茶

器组合类似的唐代及辽代瓷器藏品，如

唐代白釉连托茶碗、白釉杯盘、辽白釉杯

盘〔图十一〕，以及唐越窑青釉渣斗、辽

绿釉与白釉渣斗等〔图十二〕。

4. 与晚唐钱宽与水邱氏墓出土茶器组合

的比对

钱宽与水邱氏墓为异穴同封合葬

墓
‹1›
，墓主钱宽是五代时期吴越国国

王钱镠之父，其夫人为水邱氏。钱宽

墓于1978年被发现并发掘，水邱氏墓

‹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临安市文物馆《晚唐钱宽夫妇墓》，文物出版社，2012年。

〔图七〕 器物出土位置与瓷器茶器组合、 铁器茶器组合  长治潞州屈家庄唐代墓地M20出土

〔图八〕 银盏托、青瓷碗、 银渣斗、 银匙  辽陈国公主墓出土

〔图九〕 铁执壶、 葵口青瓷碗、 青瓷碗、 银渣斗  辽耶律羽之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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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980年发掘。两墓均为晚唐时期墓葬，形制为船形多耳室券顶砖室墓。钱宽

墓被盗扰，但仍出土有白瓷器物组合；水邱氏墓未遭盗掘，出土了丰富的瓷器、

金银器、漆木器等遗存，其中可能与饮茶相关的有瓷器与银器组合。钱宽墓出土

的白瓷执壶，敞口，直颈，圆肩，鼓腹，长流略弯曲，与流对应另一侧连接肩

腹间置把手〔图十三〕。水邱氏墓出土有银渣斗、银匙、白瓷碗、白瓷葵口碗等〔图

十四〕。其中白瓷碗敞口，斜直腹内收，矮圈足，口、足包银釦。

在辽耶律羽之墓中，出土了铁执壶、银渣斗〔见图九〕、白瓷碗、白瓷葵口碗组

合，器物形制与水邱氏墓出土器物几乎相同，只是瓷碗没有银釦装饰。

〔图十〕 黄釉托盏、 黄釉碗
宣化辽墓Ｍ7出土

〔图十一〕 唐白釉连托茶碗、 白釉杯盘、 辽白釉杯盘  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二〕 唐越窑青釉渣斗、 辽绿釉渣斗、 白釉渣斗  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三〕 白瓷执壶  钱宽墓出土



022 故宮博物院院刊    2023年第9期･ 第257期

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银匙、银渣斗与青瓷碗，与水邱氏墓出土器物组

合及形制相似〔见图八〕。除较为典型茶器之外，钱宽墓与水邱氏墓都出

土了白瓷海棠杯与盏托〔图十五〕，杯八曲海棠花口，喇叭形外撇高圈

足。盏托花口，外壁起伏不平。杯与盏托外底均刻有“官”字款，器物为

模制，器形精致。辽陈国公主墓出土水晶海棠杯与此杯造型相近，均作

椭圆口海棠式〔图十六〕。

5. 与唐法门寺地宫
‹1›
出土茶器组合的比对

唐代法门寺是殿、塔、楼、阁组成的以塔院为中心的多院式佛寺，其重要文物出自塔身与地宫两部

分。其中茶器是入藏法门寺地宫的重要文物类别之一，包括有烹煮器、碾罗器、贮盐器、烘焙器和饮茶

器等，系统而清晰地阐明了唐代烹茶、饮茶的全过程。

法门寺地宫中出土了鎏金鸿雁流云纹银茶碾子与团花纹银碾轴，碾子由碾槽、辖板、槽座组成，槽呈

半月形〔图十七〕。宣化辽墓M6前室东壁备茶图以及M10前室东壁备茶图中均有较为清晰的碾茶图像〔图

十八〕，其中的茶碾形制虽不尽相同，但均与法门寺地宫中的茶碾类似，而与宋画《撵茶图》中可能用于

碾制草茶的茶碾不同〔图十九〕。

出土鎏金仙人驾鹤纹茶罗子，罗长方体，由盖、罗、罗架、屉、器座组成，罗架下焊台形器座，有镂空

‹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法门寺博物馆、宝鸡市文管局、扶风县博物馆《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277－278页。

〔图十四〕 白瓷碗、 白瓷葵口碗、 银盏、 银渣斗、 银匙 （或为则）  水邱氏墓出土

〔图十五〕 海棠杯与盏托  钱宽墓出土

〔图十六〕 水晶海棠杯  陈国公主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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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桃形壸门。在宣化辽墓M7前室东壁备茶图中，桌上亦置

有一长方茶罗子，从外观来看，盖形、罗、镂空器座与法门寺

地宫茶罗子如出一辙〔图二十〕。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金银制茶器中还有银火箸、银则、金银

丝结条笼子等，金银丝结条笼子由提梁、盖、笼身与足组成，

做工异常精美。在宣化辽墓M7前室东壁备茶图中，恰巧有

一童子登高摆弄挂笼的形象，挂笼形制与法门寺出土者相似

〔图二十一〕。宣化辽墓M6前室东壁备茶图中，桌上细节描

绘出了火箸、茶则、茶筅等细节，除点茶用的茶筅外，也都可

与法门寺出土茶器相对应〔图二十二〕。

法门寺地宫出土琉璃器中，有一组淡黄色琉璃茶碗与茶

托，系本土产琉璃器，模吹成型。碗小，平底，侈口斜直

腹。类似形制的托与碗在宣化辽墓M5后室西南壁备茶图桌

上也出现过〔图二十三〕。这种斜直腹的小碗在辽代耶律羽之

墓、陈国公主墓等墓葬中均出土有青瓷制品出土，是辽代比

较常见的茶碗形制。

法门寺出土的另一种碗是秘色瓷葵口碗，衣物帐中虽没

有明确标明秘色瓷碗的用途，这类碗也可被视为茶碗使用。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唐代佚名所作《宫乐图》，描绘了唐代

宫廷仕女聚会、奏乐、宴饮的场景〔图二十四〕。观察图中仕女

手中所持与桌上摆放器物，漆制羽觞无疑应作为饮酒器使

用，因此所绘敞口直腹青釉瓷碗、青釉褐斑瓷碗等，很可能

〔图十七〕 茶碾子  法门寺地宫出土 〔图十八〕 备茶图中的茶碾子  宣化辽墓Ｍ6､Ｍ10前室东壁

〔图十九〕  （宋） 刘松年 （传）  《撵茶图》 中的茶碾子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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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茶器来使用。对比法门寺、唐

墓与辽墓中出土茶碗，也可验证这

一结论。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

葵口碗应属此类。耶律羽之墓中出

土的葵口青瓷碗，也与画中所绘瓷

碗造型类似。在故宫博物院瓷器藏

品中，有与《宫乐图》中的茶碗形制

相同的唐代越窑青瓷碗，另有五代

耀州窑葵口碗等器物，也可与图中器物进行比对〔图二十五〕。

除茶器外，法门寺地宫还出土了一系列与饮茶活动相关的器物。例如茶点存贮与摆放容器，包括鎏

金壸门座银波罗子、葵口小银碟等。宣化辽墓M7前室东壁备茶图中的所绘的壸门座波罗子、辽陈国公主

墓出土秘色瓷花口蝶纹盘等，从器形上可与法门寺遗物相对应〔图二十六〕。

法门寺地宫出土茶器从材质区分有金银器、琉璃器与瓷器，其中琉璃器与瓷器基本为饮茶器，其他

功能的茶器及饮茶相关器具多以金银制。银盐台、鎏金仙人驾鹤纹茶罗子、金银丝结条笼子、银火箸、银则

〔图二十〕 1. 茶罗子  法门寺地宫出土 
2. 备茶图中的茶罗子  宣化辽墓M7前室东壁

〔图二十一〕 1. 金银丝结条笼子  法门寺地宫出土
2. 备茶图中的笼子  宣化辽墓M7前室东壁

〔图二十二〕 1、2. 银火箸、 银则  法门寺地宫出土
3. 宣化辽墓M6前室东壁备茶图桌上细节 

1 2

1 2

〔图二十三〕 1. 琉璃茶碗与茶托   法门寺地宫出土
2. 宣化辽墓M5后室西南壁备茶图桌上细节 

1 2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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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器物的发现，证实了陆羽《茶经》中关于茶

器的部分记载。宣化辽墓壁画中的备茶图显

示，到辽晚期，至少辽地汉人已有采用点茶

法饮茶。然而以宣化辽墓壁画中的茶器图像

为代表的辽代茶器，却与法门寺地宫出土茶

器多有重合，在显示辽对唐文化继承程度之

深的同时，也可见辽对唐文化的保留与内化

的过程。这也解释了在饮茶方式已经有所改

变的大环境下，茶器至辽晚期还依然保留有

浓重唐代风格的原因。

二  辽继承唐文化的其他
考古学证据

从辽墓出土茶器及壁画中所显示的茶文

化图像来看，可见其与唐代多组遗存间的对

应关系，不仅表明辽人茶事风格源于唐，也

从茶文化的角度为辽继承唐文化提供了考古

学证明。当然，与茶相关的文化内容只是整

体文化面貌中的一部分，然而在辽继承唐文

化的大背景下，对不同的文化因素也往往有

着相同的表现，它们之间亦可相互为证。

例如从制度层面看，辽所实行的南北面

官制度，南面官下设的行政机构即仿效唐制

建立而成：“辽有北面朝官矣，既得燕，代

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

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诚有志帝王之盛制，亦以招徕中国之人也。” 
‹1›
在墓葬形制上，唐代皇室

与贵族墓葬流行使用的多边形砖室墓，在辽代贵族墓葬中也十分常见。“辽代墓葬形制在很大程度上是

承袭了唐代风格，墓葬形制较为规范，等级明确”
‹2›
。甚至在墓葬壁画中所绘主题与内容，也多源自唐代

‹1› 《辽史》卷四七《百官志三》，中华书局，2003年。

‹2›   董新林《辽代墓葬形制分期略论》，《考古》2004年第8期。

〔图二十四〕 唐佚名 《宫乐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二十五〕 1. 秘色瓷葵口碗  法门寺地宫出土
2. 青瓷葵口碗  耶律羽之墓出土
3、 4. 唐越窑青釉碗、 五代耀州窑青釉葵口碗  故宫博物院藏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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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的题材。比如备茶图就是在唐代已经出现的壁画题材之一。

再如辽宝山2号墓中的《苏蕙寄锦图》和《杨贵妃调鹦鹉图》，已有

学者研究表明其均是唐代流行的绘画题材〔图二十七〕
‹1›
。

此外，在唐墓、辽墓以及宋墓中，都发现有家具遗存。这里

面有实物遗存，也有在壁画中绘制的相关形象。其中椅子元素极

具代表性。椅子是西方传来的家具，盛唐之后逐渐在中原推广

开来。根据学者研究，椅子在唐代首先是在河北地区的武官人

群中兴起并被接受的
‹2›
。根据已有研究与现有考古资料，北宋

前期，椅子也仅在社会上层流行；至北宋晚期，才有更加丰富

的遗存证明椅子在中原地区广泛流行。

值得关注的是，从辽代墓葬壁画与出土家具来看，椅子形

象的出现时间很早，张庆宗墓（877）和宝山辽墓（923）中已有发

现，宝山2号墓中的《杨贵妃调鹦鹉图》，所绘贵妇形象就端坐在

椅子上。辽墓中发现的椅子形象远早于其在北宋墓葬中的出现时

间。到了辽中晚期，椅子的实物遗存同样丰富，且具有不同于北

宋的独特造型风格。“辽文化早期受河北唐文化影响很深”
‹3›
，这

也是家具中椅子这一形象在辽文化体系中出现时间早于宋的原因

之一。作为一种在唐代才流行起来的外来物，椅子是极具标志性

的文化传播符号。因此，椅子的传播与使用在表现辽文化对唐文

化的继承中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在辽地建筑的木结构做法，从结构到细部均与唐代建筑相

近，宋代建筑则产生了新的变化。从现存实例上即可看出“辽宋

建筑存在明显分野，辽地受唐五代匠作传统影响深远，技术更新

相对缓慢，这是辽承唐制的侧面反映”
‹4›
。

这样的结论不仅能在辽的政治制度、墓葬形制、家具风格、建筑做法中找到线索，在陶瓷器烧造中也

有所体现。例如唐代流行的三彩器在辽代被模仿制作，并在器形以及装饰等多方面融入了契丹风格，催

‹1›   吴玉贵《内蒙古赤峰宝山辽代壁画墓“诵经图”略考》、罗世平《织锦回文：宝山辽墓壁画与唐画的对读》，《书画艺术学刊》2006年

第1期；巫鸿《宝山辽墓三题》，《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二辑，湖南美术出版社，2013年。

‹2›    杭侃《试论唐宋时期椅子在中原地区的传播》，《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年第4期。

‹3›    上揭杭侃《试论唐宋时期椅子在中原地区的传播》。

‹4›    彭明浩《何谓良材——山西南部早期建筑大木作选材与加工》，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第192页。

〔图二十六〕 
1. 银波罗子  法门寺地宫出土
2. 宣化辽墓M7 前室东壁备茶图中的波罗子
3. 花口银碟  法门寺地宫出土 
4. 秘色瓷花口蝶纹盘  陈国公主墓出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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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七〕 《苏蕙寄锦图》 与 《杨贵妃调鹦鹉图》  宝山辽墓2号墓壁画

生出了辽三彩这一特有的釉陶品类〔图二十八〕。在提梁式鸡冠壶、盘口穿带瓶等器物上，也都“突出地体

现了唐文化对于契丹文化的深刻影响，与早期辽墓壁画，辽的金银、丝织工艺等所受唐的濡染是相映成

趣的”
‹1›
。再如，在辽耶律羽之墓中，也发现有“盈”字款白瓷，与唐代邢窑生产的“盈”字款瓷器相呼应〔图

二十九〕。此外，在以缸瓦窑、龙泉务窑等窑口为代表的部分辽代瓷窑遗址考古发现中，出土白瓷并非都

是粗白瓷，其中的辽产瓷器中也不乏精细白瓷制品。学界也已公认，在以往判定为所谓定窑系白瓷的器

物中，有许多都具有重新探讨的余地。这也从手工业生产的角度，促使我们对辽文化的形成及其整体样

貌进行再思考。

三  从茶事角度看辽宋关系

前述种种迹象表明，辽人、尤其是契丹贵族非常直接地继承了唐文化，似乎也比宋人更加积极，这

与辽的立朝时间原本就早于宋不无关系。而宋人茶事同样以继承唐、五代时期的成就为基础，又有流

变。例如饮茶方法上，盛于唐代的煎茶法在宋代也有使用。从茶叶形态上来看，北宋时期有贡茶“龙团

凤饼”，而团饼茶在唐代早已流行，陆羽《茶经》中已有详细的制作、使用饼茶的流程。与唐代不同，宋代

开始流行点茶法，但当使用饼茶时，在碾茶、罗茶等步骤也与唐代使用器具相同。

在继承唐文化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辽文化，还在不断融合与学习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并形成

文化互动。“大约在辽兴宗以后，辽人的中国意识也逐渐觉醒”
‹2›
。辽宋在共同的时空条件下，在文化上

‹1›   彭善国《辽陶瓷形制因素论稿》，氏著《辽金元陶瓷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34页。

‹2›   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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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融合与认同，在立场上反而更加对立。值得关注的是，宋、辽之间的这种文化融合与互动、甚至立场

冲突，在与茶事相关的这一小而具体的领域中都有着明确的表现。

文化融合与互动自不必说，仅就墓葬与壁画中显示的宋辽饮茶方式的一致性，已为明证。例如蓝

田吕氏家族墓中出土了带盖铁茶瓶、鎏金刷器柄与铜茶匙等,其中有茶瓶细颈，长流的造型显然是为点茶

所用。另据发掘者检测，鎏金刷器柄应作为点茶时的茶筅使用。在宣化辽墓中，M1后室西壁备茶图中

所绘执壶，形制与吕氏家族墓铁茶瓶完全一致〔图三十〕，此外在宣化M6前室东壁、M10前室东壁备茶图

中，桌面上也清晰描绘有茶筅、茶匙等〔图三十一〕。

如果从茶事的角度看待辽宋立场间的冲突，这个问题要从辽地茶叶的来源说起。辽茶的来源应该

主要有两个途经：一是澶渊之盟签署后，按照协议规定每年北宋向辽提供的茶叶；二是澶渊之盟签署

前就已经存在于宋辽榷场贸易中流通的茶。《宋史》记载，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起，“始令镇、易、

雄、霸、沧州，各置榷务，辇香药犀象及茶之贸易”
‹1›
。显然，身处北方的辽地并不产茶，辽茶几乎全部来

源于宋。

‹1›   《宋史》卷一三九《食货志下八》，中华书局，2004年。

〔图二十八〕 唐三彩海棠式盘、 辽三彩海棠式盘  故宫博物院藏

〔图二十九〕 1. 唐代白瓷提梁式鸡冠壶  西安东郊出土  2. 鸡冠壶及“盈” 字款瓷嚣  耶律羽之墓出土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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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统治阶层的政治活动

中，茶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根

据《辽史•礼志》中的记载，可知

辽统治者有在政治、外交活动中

有“行茶”的制度。这一制度在面

对北宋使者之时，也自然保持。

例如宋使见皇太后仪中，有“赞

各就坐，行汤、行茶”的礼制。在

宋使见皇帝仪中，同样也有行

茶之举，“殿上酒三行，行茶、行

希、行膳。酒五行，候曲终，揖

廊下从人起，赞拜，称万岁”
‹1›
。

可见辽对饮茶文化与礼仪十

分重视，但围绕茶这个问题，辽

与宋之间却在立场和心态上有着

近乎微妙的关系。虽然在澶渊之

盟签署后，辽宋保持着相对稳定

的关系，然而当宋使入辽，接受

着辽人用宋地之茶、以本于中原之

茶礼的辽人礼制规范限制时，双

方的心态博弈借由“一杯茶”逐渐

上升到有关立场、地位甚至王朝正

统的政治层面。由此，辽文化与

宋文化的这种“融合与对立”，对

于辽与宋都有着非凡的意义。

四  结语

辽继承了唐文化，又与宋文化融合互动，甚至是辽宋间立场的冲突，在茶事上都有着明确的表现。

这也提示我们重新审视辽代在以中原王朝为本位的史学观中的位置。其中，朝代正统性是一个无法避

‹1› 《辽史》卷五一《礼志三》，中华书局，2003年。

〔图三十〕 1. 带盖铁茶瓶  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  2. 宣化辽墓M1后室西壁备茶图中执壶

〔图三十一〕 1、 2. 鎏金刷器柄、 茶匙  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
3、 4. 宣化辽墓M6前室东壁桌面细节、 宣化M10前室东壁备茶图桌面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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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问题。宋与辽南北对峙，自然也成为了自古以来正统性争论的焦点之一。这一争论出现的根本原因

在于以草原为本体的辽人，其统治者的立场发生了由夷到华的改变。早在辽太宗时期，已略见此趋势。

会同元年（938）“六月诏建日月四时堂，图写古帝王事于两庑”。同年十一月，“晋复遣赵莹奉表来贺，以

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并图籍来献。于是诏以皇都为上京，府曰

临潢。升幽州为南京，南京为东京。改新州为奉圣州，武州为归化州” 
‹1›
。此后，文化的融合已是大势

所趋。蒙古人入关以后，随着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在修辽、金、宋三史之时，修史总裁官脱脱已明确表示

“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此举不仅顺利完成了三史的纂修，也暂时摆脱了辽宋正统争论的束缚。

正统问题是一个政治文化问题，然而争论的本质仍是基于文化的认同与传承。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

已经表明，在大的历史进程中，始终经历着先进文化不断被保留与继承，不同文化间不断地融合的过

程。从这个角度来看，辽与宋均继承了前代“正统”，彼此间又形成文化互动，并在不断交流、融合的过

程中趋同。这也为后来元明时期的统一、以及多元一体文化内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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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辽史》卷四《太宗纪下》，中华书局，2003年。


